大科学装置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关系分析
黄振羽[footnoteRef:1]* [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大科学装置的运营模式选择研究——基于行政发包的视角”（71804203）] 

（中山大学 政治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广东广州 510275）
摘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的一次重大历史机遇，大科学装置的“高密度科技创新资源聚合体”功能，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了有力抓手。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内大科学装置布局过于分散，并且，中国大科学装置现有的管理模式和投资模式，与当前以“城市群”、“湾区经济”为主体的发展趋势不符。集中布局大科学装置，探索建立以中央政府为主导、湾区城市群合作的大科学装置投资和管理模式，基于大科学装置整合多项国家科技政策和战略规划资源，是粤港澳大湾区基于大科学装置构建创新引领发展模式的可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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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Hong Kong-Marco Greater Bay Area i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China when China enters new era. The function of " high-density technology innovation resources polymer " of Big Science Infrastructure provides a powerful grasp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Guangdong-Hong Kong-Marco Greater Bay Area. At present, the layout of Big Science Infrastructure in Guangdong-Hong Kong-Marco Greater Bay Area is decentralized. Moreover, the existing management and investment models of Big Science Infrastructure in China are not in line with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trend of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bay economy". Concentrating on the layout of Big Science Infrastructure, exploring new investment and management mode of Big Science Infrastructure, and integrating a number of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ies and strategic planning resources are the optional strategi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on-led development mode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rco Greater Ba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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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粤港澳大湾区被认为是继美国纽约湾区、美国旧金山湾区、日本东京湾区之后的世界第四大湾区。2017年3月5日，随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展粤港澳大湾区便从区域概念上升我国顶级国家战略之一。
现有文献从湾区的经济特点、地理优势、国际经验比较和发展指标等角度，对湾区经济进行了研究。例如，有观点认为，湾区经济是区域经济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高级形态[1]。本质上，湾区经济是一种社区经济的集合[2]。有研究通过对比美国的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以及日本东京湾区等三大湾区，认为完善的创新体系、优越的地理位置、高效的交通体系合理的分工协作、宜人的居住环境是湾区经济形成的五大决定因素[3]。还有研究指出，开放性和创新性是衡量湾区竞争力的两大重要指标，因此要积极融合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湾区协同发展[4]。这些研究的特点是，尝试从一个宏观层面，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规划与发展路径提出建议，但在中观乃至微观层面的分析，却仍有待推进。
为此，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背景，学界与实务界在一个更为中观的层面达成了一个初步共识：以科技创新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5-6]。在这个共识下，国家发改委于2017年7月3日公布了《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明确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如果要建立这种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那么，在国内现有内部资源的基础上，粤港澳大湾区还必须对接和集聚国际优质资源，这将面临全球性创新资源的竞争局面。如何应对这种局面所带来的挑战？
笔者认为，大科学装置是应对该挑战的有力“抓手”。为此，本文将按照以下内容展开：首先，明晰大科学装置的创新资源集聚功能基础；其次，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当前的大科学装置布局情况和存在问题；最后，结合中国国情和“一带一路”倡议，尝试提出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发挥大科学装置效益的模式创新路径。
2. 大科学装置：一种高密度科技创新资源聚合体
[bookmark: _GoBack] “大科学装置”诞生于二战期间美国的“曼哈顿工程”，由“曼哈顿工程”实施中建造的一系列核反应堆和加速器发展而来，又被称为“大科学工程”或“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由于大科学装置在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社会会发展中的战略性和前瞻性作用，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把大科学装置作为促进科技进步的一项重要科技发展战略和前沿科学领域突破手段[7]。
改革开放后，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中国对大科学装置的投入逐步上升。“七五”期间，投资3.4亿元人民币，建设2项大科学装置；“九五”和“十五”期间的投资则增加到近40亿人民币，建设21项大科学装置；“十一五”期间，中国投入60多亿元人民币，建设12项大科学装置[8]。而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规划（2012-2030年）》，中国将瞄准科技前沿研究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以能源、生命、地球系统与环境、材料、粒子物理和核物理、空间和天文、工程技术等7个科学领域为重点，从预研、新建、推进和提升四个层面逐步完善大科学装置体系。在该项规划下，“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在大科学装置建设上拟投入的经费超百亿。
从现有研究看，除了单纯的科学或技术意义外，大科学装置更被看作为一种“高密度科技创新资源聚合体”。有研究指出，大科学装置在建造与运行过程中会产生很强的集聚效应，集聚有利于促进经济创新和增长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等[9]。有研究发现，以大科学装置为中心而形成的创新高地，能够产出高端科技和带动高端产业技术发展[10]。为此，有学者把大科学装置看作是一种“知识吸引器”[11]。而且，大科学装置由于投资量庞大、需要研究者、实验室、数据、资本、知识和经验等要素在既定的制度、空间和社会经济环境中交织，这推动科研经费、科技人才、R&D投资、风险资本等以大科学装置为中心集聚[12]。一项实证研究指出，大科学装置能够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在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强大的辐射效应[13]。不仅如此，在最为重要的科技人力资源方面，大科学装置对研究人员有极大的吸引力[14]。还有学者指出，大科学装置由于连接较长的产业链，其发展必然促进工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和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15]。
当大科学装置将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社会资本、风险资本等各种科技创新资源要素聚合，实际上就为开展重大国内、乃至国际科技合作提供了平台。当前，国内和国际上许多关系全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如能源、环境、地质、空间、海洋等都离不开合作，而这些合作往往是在现有的大科学装置上实现的。例如，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平台就是“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有来自20多个成员国的数千名工作人员，每年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一万多名合作科学家及访问学者，聚集了全球粒子物理研究领域的高端人才。
综上所述，大科学装置的重要战略意义，并不仅在于纯粹的科学技术研究，还在于凝聚科技创新资源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为一种“高密度科技创新资源聚合体”，大科学装置有可能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应对全球性创新资源竞争的强有力“抓手”。
3. 粤港澳大湾区的大科学装置布局现状与问题
目前，广东布局的大科学装置主要有东莞散裂中子源项目、江门中微子试验站、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深圳国家基因库、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惠州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和加速器驱动嬗变研究装置等8个大科学装置。这8个大科学装置项目虽然落户于粤港澳大湾区之内，但由于存在以下两大问题，导致大科学装置在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的现有研究中，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一方面，从整体上看，广东省的大科学装置布局过于分散，距离经济、社会、产业与教育中心较远，不能与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几大科技创新带连成一体，未能产生聚合效应，亦未能围绕大科学装置形成相应的重大科技合作平台。正如中国在《“十三五”规划》、《“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十三五”规划》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在大科学装置集中的地区建设国家综合性科学中心，跨区域整合创新资源，培育重要战略创新力量，形成具有全国乃至全球影响力的科学技术重要发源地。北京、上海、安徽合肥的三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已经进入策划筹建阶段，这三个中心的特点便是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集中分布。然而，广东省大科学装置的布局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其未能在“十三五”规划期间获批“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也影响到了大科学装置的创新影响力。
另一方面，从组织层面上看，中国大科学装置的现有投资与管理模式存在问题，影响到大科学装置的效能发挥。在中国，大科学装置往往就是依托在中国科学院或研究型大学的某个二级单位，采用“中央（部委）-省（市）-托管与共建单位”的“条条”投资模式，例如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的依托单位是中山大学数据科学与计算机学院，由国家科技部、广东省人民政府、广州市人民政府、国防科技大学和中山大学共同建设。这种模式主要借鉴自美国，即将国家投资建造的大科学装置依托于某个非专属研究机构进行管理。然而，这种模式有着无法自我消解的内在结构性冲突。在中国，托管单位与基于大科学装置建造的实验室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两者的激励和考核评价等制度上，而冲突的后果是大科学装置的专有资源被托管单位所追逐、耗散[16]。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当前以“单位制”和“项目制”等为主导性体制逻辑的背景下，这种托管模式的另一个后果是，大科学装置成为“条块分割”、“锦标赛”排名以及“行政级别升格”的竞争手段，“单位”对资源的独占性和“单位”与其它单位间资源的不可流动性成为大科学装置的运行常态[17]。换言之，这种组织模式与中国当前以“城市群”、“湾区经济”为主体的发展趋势严重不符。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非专属管理的托管模式，在美国本身、乃至其他发达国家或地区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有研究通过分析“二战”、“冷战”等相关历史资料及美国能源部（DOE）、美国政府问责局（GAO）与隶属能源部的国家实验室网站上的公开报告等文献，指出随着政策转型和冷战结束，依托管理模式的问题变得日益严重，依托大学管理的国家实验室，其绩效常常遭到抱怨；一些大科学实验室的任务是核设备管理和核武器设计，这与大学的任务不一致，并且，在大学的管理下，这些实验室的研究因过于学术而无法满足客户的要求[17]。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十多年间，美国能源部因对合同方没有在成本控制或对结果的责任上有足够的约束，其合同管理实践受到多方指责，被指证为高度浪费、管理不当、滥用权力和数据造假，等等[17]。
为此，美国的国家实验室开始逐步由“政府投资、非专属管理”转向“单方或多元投资、专属管理”。例如，2006年，美国加州大学结束了对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长达60年的直接管理后，实验室新的合同方是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安全公司。德国建立了专门管理和运营大科学装置的亥姆霍兹联合会。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则采用了多国联合投资模式，并长期由SERCO公司提供专业化的管理服务。而日本的主要公共科研机构（如拥有脉冲散列种子装置和同步辐射装置等大科学装置的日本国家高能物理研究所）则采用了独立行政法人的组织模式。
4. 对策建议
首先，力争国家在粤港澳大湾区合理布局更多大科学装置。广东省现有的大科学装置项目已成定局，因此，力争国家在粤港澳大湾区合理布局更多大科学装置，是解决当前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资源集聚不足、原始性创新不强的必要举措。一方面，以广州、深圳、香港为节点，整合广东省与各主要城市的科技规划，构筑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走廊与科技产业带，并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在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高技术产业、优势传统产业、生态环境保护等发展需求，成片集中布局大科学装置。另一方面，加快推进广东省现有大科学装置的建造进程，并通过建立基站、共建实验室、人员交流等方式，推动现有设施与经济、社会、教育和产业发展中心的互联互通、资源共享。
其次，创新大科学装置的投资与管理模式。现有研究指出，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和法律体系的合作，因此，突破行政壁垒和体制束缚是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的一个主要难点[18]。我国现有大科学装置的投资与管理体制机制，主要是将装置托管于中国科学院或大学下的某个二级科研单位，并由中央、装置所在市和建设单位共同投资，这种管理模式的结果往往是装置被某个单位长期占有，导致共享程度不够、使用效率不足。换言之，这种管理模式不利于解决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的主要难点问题。为此，本文建议超越现有模式，在中央的主导下，以各城市为主体，从城市合作层面投资和管理大科学装置，在此基础上，由各投资城市政府共同成立跨行政边界的粤港澳大湾区大科学理事会，共同管理和运营设施。在这样的模式下，参与投资、管理和运营的城市作为合作成员，其所属的所有科技部门和科技人员都能够有机会使用大科学装置和分享装置运行过程中带来的成果，从而在更大的层面上实现资源共享，激活和优化现有的科技创新资源，并通过建立更加专业化的管理机构，提高装置运行效率。这种基于城市合作层面的大科学装置投资和管理模式，将能够为粤港澳科技创新交流提供大平台，推动内地和港澳科技合作体制机制创新。
最后，基于大科学装置整合多项国家科技政策和战略资源。创新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动力源泉，其经济发展是要充分发挥粤港澳科技优势，积极吸引和对接全球创新资源。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整合“一带一路”倡议、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和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战略，对城市合作层面的大科学装置投资与管理做出进一步的强化。第一，《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科技创新合作专项规划》有提到，结合沿线国家的重大科技需求，围绕重点领域共建联合研究中心，同时，在基础研究领域，开展高能物理、生物物理、生态气候、天文观测、极端天气气候、冰雪带与气候变化关系以及地球综合观测等重大科学问题的合作研究——这些研究正是在中国大科学装置规划当中所提及的重大科学问题。第二，《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提出，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支持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再者，《“十三五”规划》、《“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十三五”规划》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等提出的国家综合性科学中心战略，是要以大科学装置为核心，打造高端引领的创新增长极。这些国家政策和战略所体现出的一个共性之处是，支持打造跨区域性、基于大科学装置的科技合作平台，并且，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跨区域的意蕴并不局限于国内或港澳，而是跨国别、面向“一带一路”的所有沿线国家。
因此，当采用城市合作的方式创新大科学装置的管理与运营模式，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多国共建共管模式就可以作为一个重要借鉴，在结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积极吸引粤港澳大湾区之外的内地城市及其面向的沿线国家城市，共同投资和管理布局于湾区内的大科学装置。在这里，香港通过投资和参与设施的运营管理，将能够更好地发挥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内地之间的“超级联系人”角色，帮助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发展汇聚国际风险资本、科技能力、制度平台和人才吸纳等方面的科技创新资源和要素。
5. 结语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的一次重大历史机遇。抓住此次机遇，整合各项相关的国家战略规划，争取国家在湾区内合理布置更多的大科学装置，并通过创新其投资与管理模式，推动城市间的科技创新要素有序流动和集聚，充分发挥大科学装置的“高密度科技创新资源聚合体”特点，将能够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对接和集聚国内优质科技创新资源，在全球性创新资源的竞争局面占据优势地位。
进一步地，如果能够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群共同投资和管理大科学装置，不仅能够推动城市间大科学共同体的出现，更有可能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探索基于大科学装置的普惠性区域科技合作框架和国际科技合作治理新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从科技合作的角度突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行政壁垒和体制束缚，为更深层次的湾区城市群合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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